
·研究论坛·

论 霍 梅 尼 外 交 思 想 与 实 践 中 的 意 识 形 态

和 国 家 利 益*

刘中民＊

内容提要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外交政策的核心是通过

“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为此，霍梅尼在国际关系与对外政

策领域系统地提出了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的构想。国际体系思想和

“输出革命”思想构成了霍梅尼对外关系思想的主要内容，在实践中突

出表现为反对西方、反对东方的反体系外交和 “输出革命”外交。霍

梅尼时代的伊朗外交在本质上是以宗教意识形态为主导的革命外交，是

一条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对抗性外交路线，虽然具有一定的

反帝民族主义色彩，但在外交实践中遭遇了不少挫折。在后霍梅尼时

代，伊朗外交尽管呈现出 “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外交相对弱化、国

家利益考虑不断增强的特征，但又深受霍梅尼外交遗产的影响，并使今

天的伊朗外交仍面临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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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什叶派对伊朗内政外交的深刻影响是伊朗历史发展独特性的重

要体现。自中世纪什叶派逐步被确立为伊朗的国教以来，什叶派伊斯兰教便

对伊朗的民族特性、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 对于伊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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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 2016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新发展与中

国的战略应对” ( 16JJDGJW010)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见程彤: 《“正统”观念与伊朗什叶派》，宗教文化出版社，2010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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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什叶派信仰的重要性在于增强了伊朗历史的特殊性，伊朗与在伊斯兰教

中并不占主导地位的什叶派结合在一起强化了伊朗的独特意识”，伊朗的民族

意识与什叶派的宗教意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 “在 20 世纪以前没有人怀

疑对伊朗的国家忠诚 ( loyalty to the state of Iran ) 和对什叶派的教派忠诚

( loyalty to the Shi’ ite sect) 是两种不同的忠诚”①。

在近代，伊朗反封建、反殖民的民族主义一直与伊斯兰教什叶派自成一

体，其中蕴含着鲜明的宗教色彩。② 但是，自 1925 年巴列维王朝 ( 1925 ～

1979 年) 建立后，伊朗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开启政教分离的激进现代化进程;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后，伊朗对内推行全盘效仿西方的 “白色革命”，对外推

行追随西方的外交战略，导致什叶派宗教势力强烈反对巴列维王朝的内外政

策，并导致 1979 年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建立了现代伊斯兰神权政体———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此后，伊斯兰教什叶派再次回归伊朗政治的核心地位，“不要

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政治理念与执政纲领不仅体现为伊朗国内

政治的伊斯兰化，同样体现为伊朗外交的伊斯兰化。在霍梅尼去世后，“输出

革命”在伊朗外交中的地位呈总体下降的态势，但它作为伊朗内政外交的重

要合法性来源和外交资源，依然对伊朗外交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意识形态和

国家利益的两难选择也成为霍梅尼留给伊朗外交的最大历史遗产。伊朗伊斯

兰革命以来，学界围绕霍梅尼思想和伊朗外交的研究均产生了一大批学术成

果，但尚未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相互关系视角对霍梅尼外交思想及其历史

遗产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这是本文再度选择霍梅尼外交思想与实践进行研

究的目的所在。

霍梅尼的国际体系观与外交思想

伊朗伊斯兰革命是巴列维王朝内政与外交失败的产物。纵观巴列维王朝

时期伊朗的内政与外交，由于战略选择失误和诸多主客观因素的交互作用，

·78·

①

②

Ｒichard W. Cottam，Nationalism in Iran，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1979，pp. 134 － 135.
参见刘中民: 《从“烟草抗议”到“宪政革命”———伊斯兰教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伊朗

民族主义》，载《西亚非洲》2008 年第 12 期，第 38 ～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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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陷入了专制统治下激进现代化导致的发展困境。① 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的

重要根源之一在于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改革所导致的教俗矛盾加剧，同时也

与巴列维王朝严重依附西方和美国的外交失败有密切的联系。② 因此，霍梅尼

发动伊斯兰革命的目标不仅包括对内彻底改造伊朗的政治与社会制度，同时

也包括通过对外“输出革命”对现行国际体系进行革命性改造。

学界对伊朗伊斯兰革命性质的认识大体上可归结为两种观点。第一种观

点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选择的发展道路是伊斯兰主义对世俗主义的胜利，

其发展模式也被归结为以复古主义为主要特征的伊斯兰模式，这种认识尤其

以伊斯兰革命后理论界和舆论界的观点为主。第二种观点认为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的发展模式兼具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双重特征，其内容也远非宗教复

古主义所能概括，这种结论主要根据对伊斯兰革命后较长时期内伊朗社会变

迁进行观察和分析所得出。笔者基本上倾向于第二种观点，伊斯兰革命及其

选择的社会发展模式，作为对巴列维王朝白色革命的否定，有着丰富的现代

内涵和现代社会基础，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复古。③ 尽管伊斯兰革命并非纯粹的

宗教革命，伊斯兰主义在伊朗内政外交中主导地位的确立也经历了残酷的政

治斗争才逐步得以实现，但它确实构成了伊朗内政外交的基石。

总的来看，通过“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构成霍梅尼国际体系

观和外交思想的核心。在上述思想指导下，霍梅尼将伊斯兰主义的外交理念

和“输出革命”的外交思想贯穿于他担任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十年间的该国外

交实践，由此构成了伊朗外交的根本特征。霍梅尼不仅在国内层面提出一整

套建立“伊斯兰政府”的方案，而且在国际关系与对外政策领域也提出了系

统的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的构想。

( 一) 霍梅尼的国际体系思想

众所周知，近代国际体系的形成肇始于欧洲 30 年战争后确立的威斯特伐

利亚体系，国家权力的世俗化亦即国家权力从中世纪的 “君权神授”向 “主

权在民”的转变，构成了国际体系的内在规定，拥有独立主权的世俗民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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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刘中民: 《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载《宁夏社会科学》2008 年

第 3 期，第 78 ～ 83 页。
参见陈万里等: 《二战后中东伊斯兰国家发展道路案例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

第 43 ～ 48 页。
关于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可参见杨灏城、朱克柔: 《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

世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 232 ～ 3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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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由此构成国际体系的基本单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成了国际关系史上的一

个转折点……国家，而不是帝国、王朝或宗教信仰，被确认为欧洲秩序的奠

基石。和约确立了国家主权的概念，肯定了各签署国不受外来干涉选择本国

制度和宗教信仰的权利。”①

但是，霍梅尼的国际体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中世纪伊斯兰教的普

世思想，并反对由民族国家构成的现行国际体系。他曾经指出: “用边界将世

界划分为不同国家的做法是有缺陷的人的思想产品”，“世界是全人类的祖国。

所有人都应该得到救赎，而唯一的实现途径在于实施真主的神圣律法”②。具

体而言，霍梅尼的国际体系思想继承了伊斯兰教将世界划分为 “伊斯兰地区”
( Dar al － Islam) 和“战争地区” ( Dar al － harb) 的历史传统。在伊斯兰教的历

史上，“伊斯兰地区”是指归属于伊斯兰教支配，并完全适用伊斯兰法的地

域。“战争地区”是指伊斯兰统治地区以外的地区，是尚未归属伊斯兰教的地

区，是一个由“各自独立、相互敌视竞争的异教徒诸集团”组成的世界，不

实行伊斯兰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法律制度。③ 在伊斯兰的传统中，“‘战争

地区’的居民被视为处于一种 ‘自然状态’中，因为他们不具备在平等和对

等的基础上与伊斯兰教互动的权利，原因是他们没有接受伊斯兰教的伦理和

法律标准。”④“伊斯兰地区”与“战争地区”的关系在本质上处于交战状态，

把“战争地区”变成“伊斯兰地区”是穆斯林的义务。

尽管霍梅尼并未直接使用 “伊斯兰地区”与 “战争地区”的术语，但其

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仍体现了 “伊斯兰地区”与 “战争地区”的二分法的逻

辑。他认为，基于多数伊斯兰国家处于西方 ( 美国) 和东方 ( 苏联) 强权控

制下的事实，世界已经被划分为 “被压迫者”和 “压迫者”两部分。他宣

称: “我对伊斯兰世界及其世界受压迫的大众的最终遗言是: 你们不能坐等你

们的执政官或外国势力把自由和独立作为礼物送给你们”。“你们这些世界上

的被压迫大众，你们这些伊斯兰国家的人民”，要“在伊斯兰教的无比尊严的

旗帜下团结起来，向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共和国奋进，并清醒地认识到: 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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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亨利·基辛格: 《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 年版，第 23 页。
Farhang Ｒajaee， Islamic Values and World View: Khomeini on Man， the State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Lanham: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1983，p. 77.
［日本］ 山本吉宣: 《国际政治理论》，王志安译，三联书店，1993 年版，第 69 ～ 72 页。
Majid Khadduri，The Islamic Law of Nation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6，

pp. 108 －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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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这一决心，意味着要打倒世界上所有的横暴者，帮助被压迫大众成为你们

土地的领导者和继承者”。“世界上被压迫民族正在觉醒，不久他们的觉醒将

导致起义、反抗和革命，而且他们将逐渐摆脱压迫者的统治。”①

霍梅尼对东西方两大阵营的认识也具有二分法的特点。对霍梅尼而言，

当时的国际关系是一个由美、苏两大强国分割控制的国家体系。美国和苏联

两强之间，以及由此分野而形成的东、西方两大集团均为各自的利益而相互

争斗，但是两个超级大国又构成了伊斯兰的共同敌人。在霍梅尼看来，无论

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还是东方的共产主义，都与神圣的伊斯兰相

互矛盾。基于此，他将伊朗的外交原则确定为 “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

伊斯兰”。

总之，霍梅尼认为，世界可划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压迫者及其傀儡和

代理，他们以美国和苏联为首; 一部分是被压迫者，以穆斯林和第三世界各

国人民为代表。在霍梅尼看来，伊斯兰革命在本质上就是 “被压迫者”对

“压迫者”的革命，其目标是伊朗作为革命的先行者率先建立 “伊斯兰政

府”，然后领导世界范围内的 “被压迫者”在全世界建立伊斯兰政府。他曾经

指出: “我希望建立一个名为被压迫者党的政党……它将起而反抗压迫者和劫

掠者……他们将在地球上建立伊斯兰所要求的被压迫者统治压迫者的政府。”

“只要与伊斯兰或《古兰经》相违背，无论是宪法还是国际条约，我们都会反

对它。”②

在国际体系问题上，如前所述，霍梅尼思想的核心是通过世界范围内的

伊斯兰革命，最终建立伊斯兰的世界秩序。他宣称: “伊斯兰并非是一个国

家、几个国家、一群国家或者穆斯林的特权。伊斯兰适合于全人类。伊斯兰

是针对人民的。伊斯兰希望将全人类置于主义的保护伞之下。”③

( 二) 霍梅尼的“输出革命”思想

霍梅尼输出伊斯兰革命的思想是其国际体系思想的自然延伸，其基本逻

辑是: 由于美、苏主导的不合理国际体系的存在，伊斯兰国家和第三世界国

家处于“被压迫者”的地位，伊斯兰革命是改变不合理国际体系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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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伊朗］ 霍梅尼: 《伊斯兰革命的篇章》，香港穆民先驱审译，香港穆士林布道会，1990 年版，

第 52 ～53、47 页。
Farhang Ｒajaee，op. cit，p. 81.
转引自陈安全: 《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 3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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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穆斯林的兄弟情谊和伊斯兰团结的传统，率先完成伊斯兰革命的伊朗有

义务将伊斯兰制度输出至所有伊斯兰国家，进而在伊斯兰国家乃至全世界实

现伊斯兰秩序。

首先，霍梅尼认为，从伊斯兰教的普世性出发，伊朗伊斯兰革命应成为

伊斯兰国家效仿的榜样和模范，伊斯兰革命的目标是伊斯兰国家的统一。霍

梅尼宣称: “伊朗革命并不仅仅是伊朗的，因为伊斯兰并不属于任何特定的人

群。伊斯兰是启示给全人类和所有穆斯林的，而非仅仅限于伊朗”。“伊斯兰

运动并不仅仅限于某个特定的国家，甚至不限于伊斯兰国家。”① 因此，霍梅

尼认为伊斯兰革命应成为所有伊斯兰国家的共同选择，并将这一目标写入了

宪法。1979 年的伊朗宪法规定: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所有政策将基于联合、

统一伊斯兰国家的基础之上。而且，它将一直竭尽全力，直到伊斯兰世界实

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一。”② 因此，推广和输出伊斯兰革命无疑是实现伊

斯兰世界统一这一终极目标的必由之路。霍梅尼强调: “这次人民的革命，这

次伊斯兰的起义，这次神圣的行为不应该仅局限于这片土地上，而应该向世

界各地输出革命”，“哪里有弱小的民族，哪里有霸权主义铁蹄下的弱小民族

呼救，伊朗就要去援助它。”③

霍梅尼在其政治遗嘱中指出: “我的政治宗教的遗嘱不仅仅是写给伊朗人

民的，而且是对所有穆斯林人民以及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忠告，无论他们的

国籍和教义是什么。”他呼吁世界上的所有穆斯林，“在伊斯兰教的无比尊严

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反抗伊斯兰教的敌人，向一个独立和自由的伊斯兰共和

国奋进，并清醒地意识到: 要实现这一决心，意味着打倒世界上所有的横暴

者，帮助被压迫大众成为你们土地的领导者和继承者。让我们期待真主曾许

诺过的那一天的到来。”④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重要理论家侯赛因·阿里·蒙塔泽里⑤ ( Hussein － 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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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John L. Esposito ed. ，The Iranian Ｒevolution: Its Global Impact，Florida: the Borad of the State of
Florida，1990，p. 68.

转引自陈安全: 前引书，第 296 页。
转引自周春、晨风、陈友文: 《当代东方政治思潮》，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第 855 页。
［伊朗］ 霍梅尼: 前引书，第 11、53 页。
蒙塔泽里 1922 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是伊朗伊斯兰革命领导人之一，也是资深神学家。

1985 年蒙塔泽里曾被指定为定为霍梅尼接班人，担任伊朗副宗教领袖，后因与霍梅尼意见不合，其副

宗教领袖的职位被取缔。此后，蒙塔泽里逐步淡出伊朗政治，并处于被软禁的状态，直至 2009 年 12
月 19 日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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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azeri，1922 － 2009) 曾明确指出: “伊朗革命的一个特点就是其伊斯兰属

性”，“它将必然具有普世主义的特征。”后来继任霍梅尼担任伊朗宗教领袖的

哈梅内伊 ( Seyyed Ali Khamenei) 也指出，“这场革命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并不

限于我们国家和民族。”①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专门负责输出革命事务的

伊斯兰组织的官员指出: “输出革命是伊斯兰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这是伊斯

兰教法学中明显公认的问题之一，因为伊斯兰是被启示拯救全人类的。”②

其次，输出伊斯兰革命是穆斯林兄弟情谊和伊斯兰团结的需要。霍梅尼

强调，伊斯兰世界是没有疆界的统一体，每一个穆斯林都肩负拯救其他穆斯

林的使命和义务。他指出: “伊玛目制度是为了保护穆斯林之间的秩序，以团

结代替不团结。”“为了保证穆斯林的团结和自由，我们必须推翻帝国主义的

压迫政府，建立一个正义的伊斯兰政府。”③

1980 年 7 月，霍梅尼在对逊尼派穆斯林的讲演中强调，“我们都是兄弟，

是团结一致的……我们都是穆斯林、一神主义者和 《古兰经》的追随者。我

们应该为真主和《古兰经》而工作。”④ 众所周知，伊斯兰教在穆罕默德死后

便陷入了教派纷争，并突出表现为逊尼派和什叶派的矛盾。因此，“霍梅尼试

图将这一复杂问题简单化，将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种种矛盾淡化为两个不同教

法学派的分歧，以寻求两派信徒之间的联合”⑤。

霍梅尼认为，现实中的伊斯兰世界陷入了严重的分裂，其根本原因在于

近代以来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伊斯兰世界的侵略、瓜分和掠夺。他指出，

“殖民主义者瓜分了伊斯兰祖国，并造成了伊斯兰公社的分裂，一战结束后，

殖民主义者又把奥斯曼帝国分裂成 10 ～ 15 个小国”。⑥ 因此，在霍梅尼看来，

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的分裂，既有内部的原因，也有外部原因，而实现穆斯林

团结的唯一途径在于通过 “输出革命”，“唤醒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政府领导人，

号召他们团结起来、统一起来……让他们号召伊斯兰国家团结起来，摒弃背

·29·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John L. Esposito ed. ，op. cit. ，pp. 68 － 69.
Ibid，p. 72.
Ｒuholla Khomeini，Isalm and Ｒevolution: Writing and Declarations of Imam Khomeini，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Hamid Algar，Berkeley: Mizan Press，1981，p. 48.
Farhang Ｒajaee，op. cit. ，p. 86.
陈安全: 前引书，第 295 页。
Ｒuholla Khomeini，op. cit. ，p.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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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伊斯兰教的种族主义。”①

总之，在霍梅尼看来，当时的世界是美国、苏联及其代理人 “压迫伊斯

兰世界的时代”②，“要知道伊斯兰教既高于罪恶的西方大国势力也高于专制

的东方大国势力”③。霍梅尼认为，伊朗内政外交的定位“不是西方也不是东

方，只能是伊斯兰”; “不是苏联也不是美国，而是伊斯兰和穆斯林”; 伊朗

“宁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寻求与真主的团圆，也不要在东方的红旗或西方的黑

旗下过一种舒适的贵族生活。”④ 因此，基于这种既仇视西方 ( 美国) 又仇视

东方 ( 苏联) 的国际体系观， “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成为伊

朗外交的必然选择，并体现为反西方、反东方以及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外

交实践。其具体实践是，伊朗 “一方面要反对一切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支

持被压迫民族的斗争; 另一方面要高举伊斯兰革命的旗帜，向伊斯兰各国输

出革命”⑤。

反体系的意识形态外交及影响

早在巴列维王朝时期，霍梅尼就指出， “今天美国是我们最大的问题”，

“我们今天所有的麻烦都是美国和以色列引起的。”⑥ 在他看来，美国是剥夺

与压迫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他强烈谴责美国对礼萨·汗国王的支持和控制，

抨击美国从伊朗运走石油，并在伊朗建立军事基地; 他把反对美国视为所有

穆斯林与所有不信教者之间的斗争。1979 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呼吁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帮助伊朗抗击美国，告诫所有穆斯林对抗美国不仅是伊朗

的使命，也是所有穆斯林的使命。⑦ 他呼吁伊朗割断与美国的关系，以期彻底

消除美国对伊朗的一切影响。

事实上，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即巴扎尔甘 ( Mehdi Bazargan，19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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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伊朗］ 霍梅尼: 前引书，第 35 ～ 36 页。
［伊朗］ 霍梅尼: 前引书，第 11 页。
同上书，第 46 页。
同上书，第 46 页。
王宇洁: 《宗教与国家———当代伊斯兰教什叶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版，

第 116 页。
Ｒuholla Khomeini，op. cit. ，p. 188.
杨兴礼、冀开运、陈俊华: 《伊朗与美国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 年版，第 61 ～ 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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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任伊朗临时政府总理期间，具有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倾向的巴扎尔甘

并不想推行与美国全面对抗的外交政策。“巴扎尔甘确实希望使温和派人士放

心，并且希望同美国达成谅解。”① 他 “试图在伊美之间建立一种新型的互惠

互利、相互尊重的双边关系”。② 但是，巴扎尔甘的内外政策引起了霍梅尼的

强烈不满。1979 年 11 月，历史上著名的伊朗人质危机事件爆发。霍梅尼借机

迫使巴扎尔甘政府集体辞职，并利用人质危机事件激起的反西方情绪，通过

了确立伊斯兰共和国神权体制的伊朗宪法，为伊朗内政外交的全面伊斯兰化

扫清了障碍。由此，一些学者评价指出，霍梅尼通过人质危机看到了利用民

众反美情绪加强伊朗伊斯兰体制合法性的功效，霍梅尼 “完全是从政治打算

出发，支持扣押人质……这只是伊朗人利用外国人来解决国内问题的又一个

例子”③。

尽管把伊朗的反美政策完全归咎于国内政治的需要有失偏颇，但是，伊

朗的对美政策与国内伊斯兰体制之间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微妙的互动关

系: 从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思想来看，作为西方势力中心和巴列维王朝支持

者的美国，自然是伊朗外交必须加以反对的敌人; 反过来，坚持反美、反西

方的政策又成为霍梅尼加强国内伊斯兰体制合法性的重要手段。霍梅尼自己

将 1979 年 11 月 4 日占领美国大使馆和巴扎尔甘辞职称之为 “第二次革命”，

足见这一事件对伊朗内政外交伊斯兰化产生的深刻影响。从伊朗国内政治的

角度看，“第二次革命代表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反对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者

的一次成功行动”; 从外交的角度看，“第二次革命引入了伊朗外交政策的两

个孪生原则，即‘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和 ‘输出革命’，这

两点实际上被写入了不久被批准的共和国的新宪法之中”④。

也正是利用人质危机事件为契机，伊朗通过了确立伊斯兰共和体制的宪

法，并于 1980 年举行总统选举，使伊朗正式进入伊斯兰共和国时期。1980 年

4 月，美国宣布同伊朗断绝外交关系，并对伊朗实行经济封锁。随后，伊朗政

府挫败了美国卡特政府通过军事行动营救人质的努力，令美国颜面扫地。与此

同时，此次事件也成为霍梅尼清除巴尼萨德尔 ( Abol Hassan Banisadr，19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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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国］ 埃尔顿·丹尼尔: 《伊朗史》，李铁匠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 年版，第 186 页。
陈安全: 前引书，第 332 页。
［美国］ 埃尔顿·丹尼尔: 前引书，第 194 页。
陈安全: 前引书，第 3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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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的原因之一，因为霍梅尼认为美国为营救人质采取的军事行动得到了伊

朗国内亲美分子的支持。

1980 年 9 月，霍梅尼正式提出了释放美国人质的条件: 把巴列维国王在

美国的财产归还伊朗、取消美国对伊朗的财产要求、取消对伊朗财产的冻结、

保证不干涉伊朗内政。1981 年 1 月，关于人质问题的阿尔及尔协议获得通过，

其内容满足了霍梅尼上述绝大多数要求。“作为给倒霉的卡特最后一个侮辱，

人质一直拖到 1981 年 1 月 20 日罗纳德·里根总统行就职典礼的时刻才获释

放。”对此，一些美国学者认为，伊朗无疑在人质危机事件中获得了双重胜

利: “它既为伊斯兰共和党的专制体制提供了保护伞，又用不正当的手法从左

派对手那里窃取了反对帝国主义的美名。”①

由于伊朗以宪法的方式确立了 “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

外交原则，长期支持巴列维政权的美国以及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以

色列被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视为 “伊斯兰的主要敌人”，“美国是剥夺和压迫世

界人民的头号敌人”，而以色列“是世界公认的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的敌人”②。

伴随伊朗国内神权体制的确立和人质危机事件导致的美伊之间严重冲突，

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全面展开并延续至今。在两伊战争期间，美国选择支持伊

拉克，伊朗和美国摩擦不断，甚至伴随着对抗冲突。1984 年，伊朗被美国列

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之列，并对伊朗实行武器禁运。1987 ～ 1988 年间，

伊朗多次用鱼雷和导弹袭击美国为科威特油轮护航的军舰，而美国则于 1988

年 7 月击落一架伊朗民航客机。此外，伊朗还强烈谴责美国入侵格林纳达、

轰炸黎巴嫩等行径，抗议美国军舰在海湾地区活动，并抵制 1984 年在美国举

办的洛杉矶奥运会。

与此同时，伊朗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不断恶化。伊朗与法国在两伊

战争期间因多次摩擦而最终导致双方于 1987 年断交。1988 年 9 月，英国伦敦

企鹅出版公司出版了印度裔英国作家萨尔曼·拉什迪 ( Salman Ｒushdie) 的

《撒旦诗篇》，不仅引发了全球范围内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民众的强烈抗议，

同时也引发了伊朗与西方关系中最具宗教文化色彩的冲突。霍梅尼将 “撒旦

诗篇事件”定性为西方“反伊斯兰的国际阴谋”，它反映了西方 “反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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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埃尔顿·丹尼尔: 前引书，第 205 页。
陈嘉厚: 《现代伊斯兰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 年版，第 5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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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先知、反《古兰经》”的本质。针对西方国家的反对以及为拉什迪进行的保

护，霍梅尼指出: “它们 ( 西方大国) 的关键并非是在为一个人辩护，它们的

宗旨是支持一种反伊斯兰、反价值观的潮流，它是由那些属于犹太复国主义、

英国和美国的机构策划的，由于它们的无知和草率，它们已经将自己置于伊

斯兰世界的对立面。”① 1989 年 2 月 14 日，霍梅尼在其发布的所谓 “20 世纪

最重要的”“法特瓦” ( 宗教法令) 中指出: “我谨以真主的名义通知全世界

虔诚的穆斯林，《撒旦诗篇》一书的作者已严重冒犯了伊斯兰教、先知和 《古

兰经》，必须将他们处死。我要求每个穆斯林不论在何处发现他们就立即执行

其死刑，旨在使任何人都将不再敢亵渎穆斯林的神圣价值。无论谁因此而牺

牲都将成为光荣的烈士，并将直升天园。”②

在霍梅尼发布教令要求严惩拉什迪的同时，伊朗政府宣布判处拉什迪死

刑，同时悬赏数百万美元追杀拉什迪 ( 杀死拉什迪的穆斯林的赏金为 260 万

美元，外国人的赏金为 100 万美元) 。伊朗的行为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强烈反

应，同时导致伊朗与西方稍有缓和的关系急剧恶化，英国当即宣布与伊朗断

绝外交关系，其他西方国家也以召回驻伊朗外交使节的方式表示抗议。

客观而言，《撒旦诗篇》引发的伊斯兰世界和穆斯林民众的抗议更多是在

文化层面，其他国家对西方的抗议也主要是在民间层面。但伊朗在政府层面

作出的强烈反应，无疑使冲突的性质和范围远远超出了民间和文化领域，进

而上升为双方的政治与外交冲突。伊朗对 “撒旦诗篇事件”的强烈反应，既

与伊朗借此彰显和宣示 “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和 “输出革

命”的外交理念密切相关，也与伊朗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有重要联系。因为

当时正值两伊战争后伊朗内外交困，温和派和务实主义者试图与西方缓和关

系之际，“实用主义营垒倾向于采取一种国家重建和寻求与西方关系正常化的

政策”③。1989 年 2 月 22 日，霍梅尼发表讲话，借 “撒旦诗篇事件”对试图

与西方改善关系的务实主义进行了严厉批评。他指出: “对于我们而言，并非

必须要建立广泛的联系，因为敌人开始认为我们已经变得如此依赖、如此看

重他们的存在，以至于相信我们会平静地宽恕他们对信仰和宗教圣洁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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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陈安全: 前引书，第 339 页。
转引自肖宪: 《传统的回归: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94 页。
［美国］ J·L·埃斯波西托: 《伊斯兰威胁: 神话还是现实》，东方晓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1999 年版，第 1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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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仍然这样想并警告我们必须着手修改的政策、原则和外交的人，警告我

们已铸下大错不能重复以前错误的人; 那些认为激进主义口号和战争将会引

起东西方对我们的厌恶并最终导致国家孤立的人; 那些相信如果我们以一种

实用方式行事就将得到回报并最终使国家、伊斯兰和穆斯林得到尊重的人，

对于他们而言，这 ( 指撒旦诗篇事件) 就是一个例证。”①

因此，霍梅尼以及持强硬路线的激进主义者对 “撒旦诗篇事件”的强烈

反应，既有利于打击伊朗国内的温和派势力，也有利于向国际社会宣示伊朗

坚持走伊斯兰主义道路的意志和决心，同时也是伊朗树立和扩大在伊斯兰世

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在伊朗应对 “撒旦诗篇事件”的过程中，包括霍梅尼

的既定继承人蒙塔泽里辞职、伊朗政府内一大批温和派务实主义者被解职，都

使得伊朗伊斯兰主义的内外政策得到了强化。对此，一些学者评价道: “拉什迪

事件为激进营垒提供了一个问题，借以抵消实用主义派别的上升势头，促使霍

梅尼在国际上重新肯定其伊斯兰领导作用，动员战斗激情以捍卫伊斯兰教，并

分散了对伊朗紧迫的社会经济问题和愈益增长的社会不满的注意力。”②

总之，霍梅尼既利用“撒旦诗篇事件”实现了打压温和派势力、转移民

众注意力等国内目标，也使伊朗基于伊斯兰价值的反西方外交方针得以强化，

并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伊朗与西方的冲突。正如人质危机事件一样，“霍梅尼抓

住了一个突如其来的、非常引人注目的、带有感情色彩的问题，使他得以重

新恢复一位好战的伊斯兰宗教领袖的形象，加强了自己在印度穆斯林之中的

地位，转移了群众对他已经非常不愿意谈论的、诸如两伊战争惨重失败问题

的注意力，也破坏了正在进行的与英国改善关系的一切努力，在与其他欧洲

国家的关系方面设置了一个障碍”。③

霍梅尼对社会主义的东方阵营同样持反对态度。他甚至给戈尔巴乔夫写

信，奉劝苏联放弃社会主义而皈依伊斯兰教。④ 1980 年霍梅尼发表新年谈话

时指出，“共产主义的超级大国所带来的危险不亚于美国”。⑤ 与此同时，在

现实政策上，伊朗宣布取消通往苏联的第二条天然气干线，减少伊朗对苏联

·79·

①

②

③

④

⑤

转引自陈安全: 前引书，第 341 页。
［美国］ J·L·埃斯波西托: 前引书，第 150 页。
［美国］ 埃尔顿·丹尼尔: 前引书，第 227 ～ 228 页。
陈嘉厚: 前引书，第 130 ～ 131 页。
王新中、冀开运: 《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2002 年版，第 3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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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出口;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上，伊朗对苏联予以了强烈谴责; 伊朗

还指责苏联向伊拉克提供武器，默许以色列入侵黎巴嫩。1983 年，伊朗以

“为苏 联 从 事 间 谍 活 动”的 罪 名 逮 捕 了 伊 朗 人 民 党 总 书 记 基 亚 努 里

( Noureddin Kianouri，1915－1999) 等领导成员。1984 年后，伊朗与苏联的关系

才有所改善。总之，在霍梅尼时期，伊朗与苏联的关系呈现三方面特点: 双

方虽然多有摩擦，但没有走向完全对抗; 两国在外交上互相敌对，但两国仍

保持了一定规模的经贸往来; 伊朗既反美也反苏，但在实际操作中反西方反

美甚于反东方反苏。①

总之，霍梅尼关于国际体系的思想完全基于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

的二分法和敌我关系的对抗思维，它不仅要对以民族国家为单元的国际体系

进行革命性改造，并通过领导全球性的伊斯兰革命建立伊斯兰的国际体系和

世界秩序，而且要通过反对西方、反对东方的革命外交挑战美、苏主导的冷

战体制。伊朗反对美、苏霸权的革命外交尽管有民族革命的色彩，也在客观

上巩固了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国内合法性，并借此扫清了国内

的政治反对派，但它使伊朗在国际体系内陷入了严重孤立，使其成为美国和

西方长期遏制和打击的对象并延续至今，这种带有强烈理想色彩的意识形态

外交难以有效维护伊朗的国家利益，其实践亦遭受诸多挫折。

“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外交及成效

伊朗伊斯兰革命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目标，即对内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全

面推行伊斯兰化; 对外通过“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秩序。“革命的伊斯兰输

出源自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意识形态世界观，一种对伊斯兰教的解释，其特点

是把一种植根于宗教旗号的伊朗民族主义与通过宣教、典范和武装革命来传

播伊斯兰教的跨国特征和穆斯林的全球使命结合在一起。鼓励和传播伊斯兰

教是一种基本的外交政策目标，这一目标反映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中，

反映在鼓励人们‘在国内外使革命永久化’的主张中。”② 伊朗 “输出革命”

具体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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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新中、冀开运: 前引书，第 3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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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构建“输出革命”的组织网络

伊朗于 1981 年成立了具有伞状组织结构特征的 “伊斯兰革命委员会”
( Islamic Ｒevolutionary Council) ，其分支机构覆盖整个伊斯兰世界，其中以 5

个中东国家为主。其一是“伊拉克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该组织与伊拉克的

什叶派组织密切合作，开展反对萨达姆政权的活动。其二是 “黎巴嫩伊斯兰

革命协会”，负责协调和指挥黎巴嫩的什叶派等亲伊朗势力，该组织主要负责

领导黎巴嫩的“阿迈勒运动” ( Amal Movement) ① 攻击西方在黎巴嫩的目标，

同时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从事反西方、反以色列的活动，其目标是在黎巴嫩建

立伊斯兰共和国。其三是“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协会”，负责领导沙特、科

威特、巴林等海湾国家的伊斯兰组织尤其是什叶派组织的活动，如 “科威特

伊斯兰圣战组织”、“巴林伊斯兰解放阵线”都加入了该组织，并接受伊朗的

领导和培训。其四是“非洲和马格里布伊斯兰革命协会”，负责领导和控制北

非阿拉伯国家以及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等国家的伊斯兰势力。其五是 “亚洲

伊斯兰革命协会”，主要对阿富汗、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的亲伊朗伊斯兰团体提

供指导和帮助。②

( 二) 鼓动和宣传伊斯兰革命

霍梅尼曾经指出: “宣传问题应该是最优先的; ……能在伊朗完成革命并

将其输出到其他地方的最好策略是完美的宣传。”③ 霍梅尼还特别重视对穆斯

林青年的宣传，他曾经在一次青年集会上指出: “我们输出革命的方式是通过

其他国家的年轻人，在那里许多人能看到你和你的成就，你们必须通过行动

让更多人皈依伊斯兰。你们的行为和行动就是榜样; 通过你们，伊斯兰共和

国就能够在真主的庇护下传播到其他地方。”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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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阿迈勒运动”于 1974 年成立，全称为“黎巴嫩抵抗集团—被剥夺者运动”，该组织是一个

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基础的政治、军事混合体。“阿迈勒”的名称是阿拉伯语“黎巴嫩抵抗组织”缩

写的音译，即“AMAL”，它恰好构成阿拉伯语的“希望”一词，所以又称“希望运动”。该组织作为

黎巴嫩内战中什叶派穆斯林的政治组织，虽利用宗教进行政治动员，但并非伊斯兰主义组织，而是具

有世俗色彩的民族主义组织。“阿迈勒运动”的创建人是什叶派宗教领袖、前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委员

会主席穆萨·萨德尔 ( Musa Al Sadr) 。它的成员主要分布在黎巴嫩南部、贝卡谷地和贝鲁特南部等地

区。该运动的宗旨是“保护什叶派的权利与安全”，主张维护国家的独立、主权和统一，反对分治;

要求提高什叶派穆斯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实现伊斯兰教各派之间的团结，改善穆斯林同基督

教徒之间的关系，坚决反对以色列侵占黎巴嫩领土及移民政策; 支持 1979 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
参见王新中、冀开运: 前引书，380 ～ 381 页; 陈安全: 前引书，第 334 ～ 335 页。
Farhang Ｒajaee，op. cit. ，p. 83.
转引自赵建明: 《伊朗国家安全战略的动力分析》，新华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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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输出革命的对外宣传，伊朗成立了一系列传播伊斯兰革命思想的

机构，较有代表性的有“伊斯兰宣传组织”( The Organization for the Propagation

of Islam) 、库姆的胡贾提耶宗教学校 ( Hujjatiyeh Seminary) 、安迪什基金会

( Andishe Foundation) 和法拉比基金会 ( Farabi Foundation) 等组织。① 成立于

1981 年的伊斯兰宣传组织在其发表的报告中指出: “输出革命是领导人 ( 伊

玛目霍梅尼) 和伊斯兰共和国的目标之一，这一神圣的活动既不能用剑也不

能用武力来完成，而是使用笔、语言、宣传和艺术的手段。”②

在具体的宣传方式上，出版发行多语种书籍、发行电影和录像等音像制

品、对宗教学校的留学生进行教育培训、组织和举办国际会议、利用外国宗

教领导人和伊斯兰学者发表讲话等，都构成了宣传和传播伊斯兰革命思想的

具体手段。在上述组织的影响下，海湾国家收到了霍梅尼关于伊斯兰革命思

想的大量传单和录像带，也接收到伊朗通过阿拉伯语广播对本国政府的严厉

批评，这对海湾国家的政治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正是在伊朗的鼓动下，海

湾各国伊斯兰激进组织在本国展开的反政府活动更为活跃，试图与伊朗一样

建立伊斯兰共和国。

( 三) 利用两伊战争“输出革命”

霍梅尼关于“输出革命”方式的思想多有矛盾之处。他一方面主张以和

平方式“输出革命”，但同时又有许多关于通过战争和武装干涉等方式 “输出

革命”的主张。霍梅尼曾指出: “不能用剑来输出意识形态”，“当我们说要

输出我们革命的时候，我们并不是用剑去做”③。但是，霍梅尼又通过将战争

划分为合法战争与非法战争的方式，赋予通过战争进行革命输出以合法性。

在霍梅尼看来，作为实现真主崇高意志的手段，战争是可以接受的。霍梅尼

认为，从事保卫伊斯兰的防卫性战争是每个穆斯林的义务。但根据霍梅尼的

世界秩序观，“伊斯兰领土”并不是以现实中的国家领土为边界的，“因为霍

梅尼的思想不承认世界上的任何领土边界，追求以大一统的穆斯林乌玛④颠覆

现存领土国家体系，建立伊斯兰的世界秩序”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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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关于这些组织的情况详见陈安全: 前引书，第 361 ～ 362 页。
John L. Esposito，ed. ，op. cit. ，p. 74.
Ibid. ，p. 50.
乌玛，即穆斯林共同体。
陈安全: 前引书，第 3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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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霍梅尼主导伊朗政治的十年间，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几乎贯穿始终。

从两伊战争发生的根源看，伊朗和伊拉克两国的历史积怨、边界争端以及对

海湾地区领导权的争夺都是引发战争的重要原因，因此两伊战争的性质并非

纯粹的宗教战争。但不可否认的是，双方基于输出和抵制伊斯兰革命的矛盾

与教派矛盾交织在一起，亦构成了诱发两伊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霍梅尼认

为，唯有推翻伊拉克逊尼派政权并以伊朗式的什叶派政权取而代之，才能消

除伊朗继续向西部海湾地区输出伊斯兰革命的障碍。因此，两伊战争不可避

免地与“输出革命”联系在一起。

在两伊战争爆发前，伊朗和霍梅尼本人当然希望什叶派占人口多数的伊

拉克爆发类似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但当萨达姆政权对什叶派反对派进行残酷

镇压并先发制人发起对伊朗的战争时，为进行国内的战争动员，霍梅尼必须

将两伊战争纳入到“输出革命”的战略轨道之中。

在战争初期，霍梅尼极力强调伊朗对伊拉克战争的自卫性。为号召伊朗

人投入到反对萨达姆的自卫战争，霍梅尼指出: “伊拉克军队来侵略我们，我

们只能用反抗来保卫伊斯兰，我们拥有的武器就是信仰，我们拥有的装备是

伊斯兰，有了信仰和伊斯兰武器，伊朗就会在战争中取得胜利。”① “你们

( 指伊朗民众) 在为保卫伊斯兰而战，他 ( 萨达姆·侯赛因) 在为破坏伊斯

兰而战。现在，伊斯兰正面临亵渎，你们应该支持并保护伊斯兰。”② “对我

们来讲，反对异教徒的战争是甜蜜的。我希望伊朗不是依靠工具，而是依靠

强大的信念和坚忍的意志而取胜。”③

1982 年 10 月，在伊朗扭转战争被动并将战争推进到伊拉克境内之际，霍

梅尼仍然强调指出: “今天伊朗仍然恪守当初所说的话; 我们没有任何与伊斯

兰或非伊斯兰国家作战的意图。至今我们所进行的只是自卫，这是所有人都

必须履行的神圣义务和人权。我们从未想过要去侵略其他国家。”④ 但是，当

伊朗的军事优势并没有引发霍梅尼所期待的伊拉克什叶派民众揭竿而起反对

萨达姆政权的局面时，备感失望的霍梅尼为鼓舞伊朗人的士气，号召伊朗士

兵解放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城卡巴拉，并在解放耶路撒冷的道路上铲除萨达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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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hram Chubin and Charles Tripp，Iran and Iraq at War，London: I. B. Tauris，1988，p. 33.
转引自陈安全: 前引书，第 3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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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权，① 这显然反映出霍梅尼力图将战争与输出革命的神圣使命联系在一起的

政治诉求。

伴随 1982 ～ 1984 年间伊朗在战争中的优势不断扩大，伊朗开始设想战后

伊拉克的政治安排，即通过伊朗和伊拉克的联合建立 “什叶派联邦”。1982

年 6 月，霍梅尼表示: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伊拉克人民将成立伊斯兰政

府，如果两个国家联合起来并结成一体，其他地区的小国也将加入进来。”②

在霍梅尼发表上述观点前，伊朗总统哈梅内伊也表示: “伊拉克的未来政府应

当是伊斯兰和群众性质的，宗教法理学家的政策将成为伊拉克的未来。伊朗

和伊拉克在接受伊玛目霍梅尼为领袖并追随他的路线上没有什么区别。也许

国家和政府官员会接受国际边界的限制，但伊玛目不受国际边界的限制。”③

当然，战争进程的发展并没有使伊朗的上述构想变成现实，并陷入了长

期的胶着状态。1988 年 7 月，均无法取得战争胜利的伊朗和伊拉克双方签署

了停火协议。即使是在伊朗陷入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被迫接受停火协议之际，

霍梅尼仍然将这种选择与伊斯兰革命相联系。他指出: “考虑到所有政治和军

事专家的意见，我同意接受安理会的停火决议。我相信这一决定符合伊斯兰

革命和伊斯兰政府的整体利益。如果不是为伊斯兰，我绝不会接受停火。我

再次重申，接受停火对我来说比吞毒更加致命。但是我愿意服从真主的安排。

为了满足真主的意志，我宁愿吞下这服毒药。”④

在两伊战争中，伊朗官方一直否认战争与 “输出革命”有关，但 1989 年

2 月霍梅尼的讲话表明，利用两伊战争 “输出革命”，在伊拉克建立伊斯兰政

权显然是伊朗的重要目标之一。霍梅尼指出: “战争的每一天我们都在祈祷，

我们在所有方面利用了战争。我们通过战争将革命输出到世界; 通过战争我

们巩固了硕果累累的伊斯兰革命。”⑤

( 四) 支持其他国家什叶派效仿伊朗革命

海湾国家的君主制以及在外交上对美国的依附，一直是霍梅尼予以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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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th M. Pollack，The Persian Puzzle: the Conflict between Iran and America，New York: Ｒandom
House Paperbacks，2004，p. 194.

Shaul Bakhash，Ｒeign of Ayatollah: Iran and the Islamic Ｒevolution，New York: Basic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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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和批判的对象。霍梅尼指出: “沙特阿拉伯的统治政权披着穆斯林的外

衣，但实际上却代表着一种奢华、轻佻和无耻的生活方式，从人民手中抢夺

金钱来挥霍，沉湎于赌博、酒会和狂欢。假如人民追随革命道路，诉诸暴力

去继续斗争来恢复权力和资源，这没什么值得惊奇的。”① 总体来说，伊朗除

对海湾国家采取宣传鼓动等手段外，主要通过支持沙特阿拉伯、巴林、科威

特等国家什叶派的反政府活动进行 “输出革命”。

受伊朗伊斯兰革命示范效应以及伊朗 “输出革命”的双重影响，“海湾各

国的什叶派社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统一性，它们之间相互呼应、相互声援，

迅速展开了活动，其中不少活动背后有伊朗的支持。”② 1979 年，沙特什叶派

抗议沙特王室的示威活动引发严重的暴力冲突和骚乱 ( 也称 “东方省起

义”) ，科威特发生什叶派游行示威和围攻美国大使馆事件，以及对科威特政

治体制进行批评的多次什叶派集会，③ 都与伊朗的支持有重要关系。由于伊朗

对巴林一直存在领土要求，伊朗对巴林的渗透相对而言更为严重，伊朗著名

宗教学者萨迪克·鲁哈尼 ( Sadiq Ｒuhani) 甚至亲自前往巴林，支持和领导巴

林的什叶派反政府活动，声称巴林的选择在于或者并入伊朗，或者 “建立与

伊朗相似的伊斯兰政府”④。在 1979 ～ 1981 年期间，巴林多次发生什叶派的示

威游行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 1979 年 12 月发生的企图颠覆巴林政权的

未遂事件。客观而言，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渗透并非这些国家什叶派反政府活

动的根本原因，其更深刻的根源在于这些国家的 “什叶派内心对自身境遇及

国家对外政策的不满”⑤。

在学术界，“大多数研究者都承认，黎巴嫩是伊朗输出革命最为成功的地

方”⑥。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黎巴嫩什叶派尤其是 “阿迈勒运动”和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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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① 的崛起，有黎巴嫩国内形势变化的深刻根源，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伊

朗“输出革命”的结果，但伊朗对黎巴嫩什叶派尤其是真主党的支持确实构

成了不容忽视的重要外部因素。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伴随黎巴嫩教派矛盾的激化直至爆发内战，应运而

生的“阿迈勒”组织成为什叶派的政治代言人，它在本质上是对内维护什叶派

权益、反对教派分裂，对外主张维护黎巴嫩独立与统一，支持巴勒斯坦民族事

业的民族主义组织。进入 80 年代后，由于受到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以及伊朗

对黎巴嫩什叶派的支持，1982 年成立的伊斯兰主义组织“真主党”迅速崛起，

并取代“阿迈勒”运动掌握了对什叶派的主导权。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向黎巴嫩什叶派灌输伊斯兰革命思想，为真

主党的建立提供思想和组织支持。伊朗力图通过“黎巴嫩伊斯兰革命协会”，建

立“一个追随伊朗革命路线的什叶派组织，来代替以温和的世俗民族主义为方

向的阿迈勒运动，从而把伊斯兰革命推向周边国家”②。因此，黎巴嫩真主党的

建立与伊朗的影响密不可分，霍梅尼的重要助手蒙塔泽里等人对真主党的组

建发挥了重要作用，而时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更是成为伊朗和真主党之间的

主要联络人。③ 其二，为真主党等什叶派组织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在 1982

年，伊朗曾派出一支约 1 000 人左右的革命卫队深入黎巴嫩的贝卡谷地，为真

主党等什叶派组织提供训练、物资以及经费等方面的支持。这支革命卫队声

称其“唯一的目的是使当地伊斯兰化”④，该组织还直接卷入了黎巴嫩的教派

冲突以及同以色列的武装冲突。因此，“从很多方面看，黎巴嫩都提供了伊朗

通过暴力手段输出革命的最好例证，伊朗革命的影响在黎巴嫩也最清晰、最

突出。”⑤

总之，构建“输出革命”的组织网络、对外鼓动和宣传伊斯兰革命、利

用两伊战争输出革命、支持其他国家什叶派效仿伊朗革命，构成了伊朗输出

革命的主要做法。“输出革命”外交是建立伊斯兰秩序的具体做法，是典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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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外交。从“输出革命”的效果看，除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扶植取得了

一定的成功外，其他“输出革命”的做法则遭遇挫折，并使伊朗在海湾地区

陷入严重的孤立，尤其是两伊战争使伊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进而在一定程

度上伤害了伊朗的国家利益。

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两难困境———霍梅尼外交的历史遗产

霍梅尼所确立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指导思想

以及“输出革命”的外交战略，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宗教意识形态为主导的革

命外交，它在执行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诸多的矛盾，并突出表现为实现伊斯

兰统一、建立伊斯兰秩序的理想与现存的世俗主权国家体系的矛盾、“输出革

命”的干涉外交与主权原则的矛盾、宗教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矛盾等。实

践证明，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外交方针和路线，是一条将意识形态置

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对抗性外交路线，虽然具有一定的反帝民族主义色彩，但

也使伊朗被不利的外部国际环境所困扰。

在霍梅尼主导伊朗政治的十年间，伊朗通过推行全面的伊斯兰化基本上

在国内确立并巩固了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但在经济上却陷入了严重的

困难，而其反对现行国际体系和 “输出革命”的外交则严重受挫，并使伊朗

陷入了严重的国际孤立。在霍梅尼逝世前，两伊战争造成的严重损失、日趋

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国际孤立，都使伊朗国内围绕输出革命的外交战略产生了

严重的思想分歧。“由于未能打赢战争而引起的幻灭感，战争对经济实力的损

耗，生活质量的总体下降，以及愈益增长的公众不满情绪———所有这一切都

因为政府内部围绕国家重建和输出革命战略问题的思想分歧所加剧。”①

事实上，霍梅尼在逝世前已经意识到“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外交与现实国

家利益的矛盾，并在“输出革命”不断受挫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向维护伊朗的现实

国家利益。这在霍梅尼痛苦地接受两伊战争停火问题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他虽

然声称接受停火协议是“服从真主的安排”而服下的“毒药”，但他同时也强调

这一决定符合“伊斯兰政府的整体利益”。因此，在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的外交

就已经开始向国家利益回归，其重要表现是到 1988 年底，伊朗已经与除沙特、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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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克之外的所有海湾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① 在霍梅尼留给哈梅内伊和宪法监督委

员会的信件中，他强调教法学家的责任是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维护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的存续，为此应不惜以违背现有的宗教法律和伊斯兰教训诫为代价。② 由此

可见，在临终前，霍梅尼思想显然已经发生了从强调意识形态到注重国家利

益的变化，这无疑为伊朗外交在后霍梅尼时代的调整创造了条件。

在后霍梅尼时代，伊朗经历了拉夫桑贾尼 ( Akbar Hashimi Ｒafsanjani) 、

哈塔米 ( Seyyed Mohammad Khatami) 和内贾德 ( Mahmoud Ahmadi － Nejad) 、

鲁哈尼 ( Hassan Ｒouhani) 四届政府，而哈梅内伊则一直任宗教领袖。在此过

程中，伊斯兰因素对伊朗外交的影响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下降的态势。但是，

基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属性尤其是巩固其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后霍梅

尼时代的伊朗外交尽管呈现出 “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外交相对弱化，国家

利益考虑不断增强的特征，但又无法从根本上摆脱霍梅尼 “输出革命”外交

遗产的掣肘。因此，无论是在相对温和的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还是在

伊朗外交再度走向强硬与激进的内贾德时期，伊朗外交均没有放弃 “输出革

命”的外交原则和建立 “伊斯兰世界秩序”的长远目标。继续支持伊斯兰激

进组织，仍是伊朗外交的主要方式。在后霍梅尼时代，国际格局和中东地区格

局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为应对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

阿拉伯剧变等引发的国际与地区格局变化，伊朗积极利用伊斯兰教对中东、中

亚等地区事务和热点问题施加影响。此外，伊斯兰因素也对伊朗与西方尤其是

美国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支持中东国家的伊斯兰组织尤其是什叶派力量，

利用伊斯兰教拓展地缘政治空间，利用什叶派因素影响伊拉克战后重建、应对

阿拉伯剧变，运用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抵御西方文化侵蚀、在核问题和反恐等

问题上进行话语体系的斗争，都是霍梅尼伊斯兰主义思想在伊朗外交中的具体

体现。限于篇幅所限，这些问题只有留待他文另作深入研究。

另一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呈现出改革与保守两种力量、

两种路线交替上升的政治钟摆效应，进而使伊斯兰革命外交在改革派掌权时相对

淡化，在保守派掌权时则相对强化。自霍梅尼 1989 年去世后，伊朗的内外政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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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在改革与保守之间摇摆和轮回，同时也必将对未来伊朗的发展道路产生重要的

制约作用。在拉夫桑贾尼 ( 1989 ～ 1997 年执政) 和哈塔米 ( 1997 ～ 2005 年执政)

任伊朗总统期间，是改革派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伊朗外交中的伊斯兰主义因素

明显下降; 在艾哈迈德·内贾德执政时期 ( 2005 ～2013 年执政) ，保守派执掌政

权，伊朗内政外交趋向保守，革命外交的因素有所上升。2013 年以来，温和保守

派鲁哈尼再次开启改革，但伊朗能否走出改革与保守势力轮回的历史怪圈尚需拭

目以待，伊斯兰主义对伊朗外交的影响也有待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Ideology and National Interests in Diplomatic Thoughts
and Practice of Khomeini

Liu Zhongmin

Abstract: To establish Islamic world order by exporting revolution has been the

core of Iran’s diplomacy after Islamic Ｒevolution in 1979. For carrying out this goal，

Khomeini put forward systematic conception about Islamic world order in the area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The contents of Khomeini’ diplomatic

thoughts included his arguments on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exporting revolution，and

they embodied in anti － system ( including anti － west and anti － west) diplomacy and

exporting revolution diplomacy. The essence of Iranian diplomacy in Khomeini era is a

kind of revolutionary diplomacy，and it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y rather

than national interests. Although it has the nationalistic implications of anti － imperialism，

it has encountered some setback. In the post － Khomeini era，the Iranian ideological

diplomacy became weak，and national interests became more important，but there is

restriction of Khomeini’diplomatic legacy in Iran，and now Iran still faces dilemma

of balance between ideology and national interests.

Key Words: Iranian Diplomacy; Khomeini; Ideology; National Interests;

“Exporting Ｒe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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